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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家庭储蓄率从 1990 年 16%攀升到 2007 年 30%( Wei ＆ Zhang，2011) ，GDP 保持在 8%以上的
增长速度，2010 年经济总量更是达到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与高储蓄率密不可分。众所周
知，生育率与经济决策的联系是增长模型的关键( Becker ＆ Barro，1988; Pitt et al．，2012) ，许多学者把
中国高储蓄率部分归因于上世纪 70 年代全面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 Wei ＆ Zhang，2011; Ge et al．，
2012; Li ＆ Zhang，2009; Song ＆ Yang，2010) ，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抚养人口，导致家庭储蓄偏高，
满足改革开放初期资本驱动经济增长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投资驱动经济增长逐现疲软，需求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被重视。2011 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世界平均的居民消费率为 60．4%，而我国居



























之前，已有大量文献提供关于总生育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 Galor，2000) 、增长不平等( Croix ＆ Do-
epke，2003) 、文化( Fernández ＆ Fogli，2009) 、社会安全( Boldrin et al．，2015) 以及储蓄( Becker ＆ Barro，
1988，1999) 的相关性。Modigliani ＆ Cao( 2004) 认为总生育率的变化会影响抚养比和工资增长，进而





发现生育率的上升对家庭储蓄有很大程度的负向影响 ( Banerjee et al．，2011; Ge et al．，2012; Choukh-
mane et al．，2013; Oliveira，2015) 。例如 Banerjee et al．( 2010，2014) 利用中国“一胎”政策全面实施作为
工具变量，发现父母为 50－65 岁的家庭多生育一胎会导致家庭储蓄率下降 7－10%; Ge et al．( 2012) 通
过省级面板数据分年轻家庭、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并利用各省罚款额为工具变量，发现生育上升导
致储蓄下降 2．4－4．1%; Curtis et al． ( 2011) 利用肯定了 Banerjee et al．的观点，认为会下降 4．6－5．2%。
但同样也有不同的观点出现，例如 Gruber( 2012) 发现在拥有成年子女的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呈










明显女孩家庭( Li et al．，2011) 。
一些学者从居民消费角度研究生育率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李文星等 ( 2008 ) 利用 1989－
2004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 GMM 估计方法，研究发现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抚养
系数的下降提高了居民消费率。但刘苓玲和徐雷( 2012) 运用 1997－2012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
析，得出抚养系数与居民消费呈正向关系。郑妍妍等 ( 2013 ) 利用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 1988－
2007 年数据实证分析，肯定了刘苓玲和徐雷的观点，认为“少子化”降低了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同
时指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持受“少子化”影响较大。郭东
杰和余冰心( 2016) 利用 2002－2014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
造成的少儿抚养比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这与袁志刚和宋铮 ( 2000 ) 通过数
值模拟推断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造成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的重要原因的结论一致。
( 二) 理论模型
本文使用 Diamond( 1965) 经典的 OLG 模型( 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 ，利用 Barro ＆ Becker
( 1974) 利他主义的生育经济理论，引入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来保障父母老年基本消费。我们的 OLG




是一致的。拥有子女 ni的父母 i 所面临的最优解为:
max
cYi，tcOi，t+1

























，结合式( 1) ( 2) 可得出:
si，t =
β
1+β[ ] 1－τ－θni( ) － τniβ 1+rt+1( )[ ]
At+1wt+1
Atwt( ) ( 3)
从式( 3) 可知，家庭储蓄率受抚养子女成本 θni 决定，在固定的情况下，ni 越多，家庭储蓄率越低。
我们进一步定义 n、s 作为总生育率和储蓄率，与家庭的关系为: n = ∫nidi、s = ∫sidi。考虑到戴蒙德模
型在稳态情况下的利率水平为: 1+r =
α 1+g( ) n
1－α( ) s




1+β[ ] 1－τ－θni( ) －τnisn 1－ααβ(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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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2013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 CHIP) ，该项目按照东、中、西分层，根据系统抽样方法抽




















ijδ+λ j+εij ( 5)
其中，i 表示个体家庭，j 表示调查地区;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j 地区中家庭 i 的储蓄率，需要指出的
是受调查问卷的限制，本文涉及的家庭储蓄是当年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支出，这和严格意义上的储蓄计
算有所区别，家庭储蓄率等于( 收入－生活消费支出) /总收入，同时利用 Winsorize 对数据异常值进行
处理; childnumij为解释变量，表示 j 地区中家庭 i 的子女数量; Xij为参考相关文献研究的一系列控制变
量( Ebenstein，2008; Wei ＆ Zhang，2011; Ge et al．，2012; Banerjee et al．，2014) ，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性别、
户主及配偶有一方是少数民族、户主教育水平、户主是独生子女、户主健康状况、一胎子女年龄、是否
三代同堂、户主及配偶有一方是党员、家庭收入对数; λ j 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通过加入一系列省份
虚拟变量进行控制。
表 1 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总家庭样本为 1630，其中独生子女家庭为 931，占 57．1%; 多子
女家庭为 699，占 42．9%。通过简单统计可知，独生子女家庭储蓄率均值比多子女家庭储蓄率高 0．
085，且标准差也更低。从户主年龄、性别、民族身份、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对数来看，两类家庭特征均
值和标准差基本一致; 独生子女家庭户主受教育水平要略高于多子女家庭，但其标准差也更大些; 独
生子女家庭户主是独生子女的均值要高于多子女家庭; 独生子女家庭的一胎子女年龄均值为 12 岁，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储蓄率 926 0．3333 0．3822 689 0．2483 0．4696
年龄 931 40．0172 5．9729 699 39．4993 4．2727
年龄平方 931 1637．0120 496．7367 699 1578．4230 354．5796
性别 931 0．9184 0．2740 699 0．9499 0．2182
民族 865 0．0994 0．2994 686 0．0991 0．2990
独生子女 930 0．0538 0．2257 698 0．0287 0．1669
教育水平 931 3．1257 1．0768 699 2．9256 0．8616
教育水平平方 931 10．9280 9．4628 699 9．3004 6．6059
健康状况 931 1．8432 0．7864 699 1．9227 0．8308
一胎年龄 931 11．9442 3．6401 699 13．7082 2．7217
三代同堂 931 0．2782 0．4484 699 0．3190 0．4664
政治身份 862 0．1241 0．3299 685 0．1066 0．3088
家庭收入对数 929 10．5838 0．6854 697 10．4282 0．6580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子女数量与家庭经济行为
本文先采用 OLS 模型简单分析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率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第
( 2) ( 5) 列均显示子女数量与家庭储蓄率呈显著负相关，多子女农村家庭每增加一个子女，家庭储蓄
率下降 4．6 个百分点; 两个子女家庭储蓄率比独生子女家庭低 4．18 个百分点，且两回归结果均在 5%
置信水平显著。但该回归结果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根据谢宇和穆峥( 2014) 的观点，在关于生育
行为对父母影响的研究中，选择性偏误( selection bias) 是令研究者们困扰已久的问题。比如父母们可
能在生育之前就会对生育可能给自身带来的影响进行细致考虑，并根据自己的各方面情况作出相关
的生育决策。例如，根据 Q－Q 模型( 数量—质量) ，父母对于生几个孩子是有预先选择的，即在孩子的
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在家庭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孩子越多每个孩子的受教育资源越少，影响子女未
来的收入，进而会影响父母退休后从子女那里获得支持的多少。因此，对于父母的各个结果变量而
言，生育行为可能是内生而非外生的( Angrist ＆ Evans，1998; Gough ＆ Noonan，2013) 。换言之，有较多
和较少孩子的父母之间，可能存在可观测或者不可观测的各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难以通过直接加




孩子，即“一胎女孩二胎化”政策，Eberstein( 2008) 称其为 1．5 胎政策。借鉴穆峥和谢宇( 2014) ，将第
·27·
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生育水平的工具变量 1( 如果是女孩，可以生育二胎，子女数量更多) 。考虑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选择性堕胎技术的普及( Chu，2010) 可能会导致第一胎生育性别是非随机或非外生的，
但 Gu et al．( 2010) 指出选择性堕胎更多地存在于对于第二胎或更高孩次的性别选择中，所以该工具




量与经济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信息如表 5 所示。表 2 上半部分反映的是一阶段回归结果，
二个工具变量对子女数量回归均显著; 下半部分是二阶段回归结果，子女数量的增加降低了家庭储蓄
率，且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工具变量的选取仍然存在一些质




独生子女 VS 多个子女 独生子女 VS 两个子女























































































































独生子女 VS 多个子女 独生子女 VS 两个子女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1529 1529 1529 1470 1470 1470
Ｒ2 0．2400 0．2210 0．2150 0．2430 0．2280 0．2250






性，本文采用处理高维度数据更准确的熵平衡方法( Entry Balancing) ，同时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样本
协变量的一阶矩、二阶交叉矩和三阶矩多维度进行调整，最大程度上使两组样本协变量在满足约束条
件下实现精确匹配。参照 Hainmueller( 2012) 对于协变量维度的控制方法，在选择最优权重时，同时考
虑协变量和各个变量的二次项、三次项以及交叉项，剔除二值协变量的二次和三次项，剔除没有实际
意义的协变量交叉项( 解决共线性问题) 。最后，利用 Logitic 对以下 64 个协变量回归，同时控制地区
分布均衡，估算出熵平衡的权重①。
经熵平衡匹配后，子女数量对家庭储蓄率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控制地区效应后，我们发现经
熵平衡匹配后，农村家庭每增加一个子女，家庭储蓄率下降 8．51 个百分点; 两个子女家庭储蓄率比独




① 受篇幅限制，熵平衡法协变量调整前后的均值、方差、倾斜度以及标准偏误和 t 检验等熵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列
于文中，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表 3 熵平衡法检验结果












注: 括号中为线性标准误，＊＊＊表示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0%的
置信水平下显著。
考虑到工具变量的选取存在质疑，认为可能受到“竞争性储蓄”作用，第一胎性别对家庭储蓄本身
有影响。Wei ＆ Zhang( 2011) 论证出对于中年家庭的储蓄率部分受到预期支付“新娘价格”影响，在高
性别比地区，为了儿子在未来婚姻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资本而产生的“竞争性”储蓄。需要指出的是，
Wei ＆ Zhang( 2011) 选择 2002 年子女未婚家庭样本，该群体的子女出生严格受到“一孩政策”的约束，
与本文研究样本存在显著区别( 2000 左右生育政策有所放开) 。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传统的生育
观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为了检验工具变量本身对家庭储蓄率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我们采用熵平衡
法，控制相关变量、变量交互项以及高阶项，分析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家庭关于第一胎性别对家庭储
蓄率的影响。经过整理，独生子女家庭有 931 个，其中男孩有 602 个，女孩有 329 个。两个子女家庭有
637 个，一胎是男孩生育二孩的有 239 个，其中二胎女孩有 117 个，二胎男孩有 122 个; 一胎是女孩生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交互项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平方项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三次项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容量 855 615 384 231 615














一对一匹配 0．2365 0．3246 －0．0881 0．0370 －2．3800
K 近邻匹配( k= 4) 0．2365 0．3042 －0．0677 0．0346 －1．9600
一对四匹配( 0．01 卡尺) 0．2395 0．3068 －0．0673 0．0331 －2．0400
半径匹配( 0．01 卡尺) 0．2395 0．3063 －0．0668 0．0337 －1．9800
核匹配 0．2365 0．3035 －0．0670 0．0335 －2．0000
独生子女 VS 两个子女
一对一匹配 0．2505 0．3227 －0．0722 0．0375 －2．1300
K 近邻匹配( k= 4) 0．2505 0．3086 －0．0580 0．0333 －1．9400
一对四匹配( 0．01 卡尺) 0．2551 0．3089 －0．0538 0．0321 －1．9900
半径匹配( 0．01 卡尺) 0．2551 0．3053 －0．0502 0．0303 －1．9500





由于样本家庭储蓄率差距较大( 方差接近 0．5) ，为了降低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同时考察样
本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分布的反应，我们使用分位数回归对样本进行检验。本文选择 5 个具有代表性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容量 1529 1529 1529 1529 1529
Ｒ2 0．1642 0．1306 0．1344 0．1256 0．1098




实现。根据 Becker ＆ Barro( 1988，1999) 利他主义模型，家庭生育成本主要包括生育的机会成本( 体现
在父母照顾子女，劳动时间的减少) 和抚养成本，前者减少了家庭收入来源，后者增加了家庭支出水
平，从而使得家庭储蓄率降低。关于生育的机会成本，在 Becker 家庭经济学理论提出后，得到了大量
经验研究的证实( 於嘉和谢宇，2014; Cruces ＆ Galiani，2007; 段志民，2016; Angrist ＆ Evans，1998) 。子
女数量增加带来的抚养成本上升比较显而易见，大量相关研究均有论证( Ge et al．，2012; Song ＆ Yang，
2010; Oliveira，2015) 。
本文尝试通过实证论证这两种家庭生育成本的存在，并对不同类型的家庭消费支出进行异质性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容量 1521 1521 1521 1508 1514 1518 1514 1447 1406
Ｒ2 0．1720 0．3630 0．3490 0．2550 0．1320 0．2660 0．1980 0．0680 0．0980
Ｒoot MSE 0．6490 0．4320 0．3900 0．8450 1．0835 0．9290 1．1830 1．5660 1．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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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Children on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ＲuralHouseholds: Enlightenment of“Two Childre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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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beralization of fertility policy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changes in household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In the context of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and overcapacity，the rol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growt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chooses the 2013CHIP rural survey data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wo children and above on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the family without entering the labor market stage． Using appropriate instrumental variables，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child support phase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savings rate，and passed the entropy balance method，propensity score method，and quantile regression test． Study the mecha-
nism of family income from sources and expenditures，analyze the heterogeneity impac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endi-
tures，and find tha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n food，clothing，education，culture，and other supplies services have in-
creased significantly，indicating a pull for demand in related industri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will help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household savings and consumption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two－child policy”and the stimulating effect on
economic demand，and provide some policy guidelines for public policy makers．
Key Words: child number; household savings rate; consumer spending; “two chil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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